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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中国村庄分化现象日益凸显，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带来了严峻挑战。

村庄分化是指村庄发展差距过大甚至差距加剧的趋势，其本质是当前中国村庄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根

据 2022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将当前中国的村庄分化现象归纳总结为五个方面：村庄人口呈现

“十村九空”特征；村集体经济发展差距极为悬殊；不同村庄间的户均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差距较为明显；

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村庄的收入水平要明显低于特色产业村；功能定位不明确且发展能力较差的存续改

善类村庄占比过高。村庄分化现象的主要成因在于，村庄资源禀赋和配置能力的显著差异，政府资源易集

中于强村的项目分配方式，三次产业之间的收益率差距较大，各地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明显差别，部分村

庄缺乏积极创新的能力意识。破解村庄分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统筹兼

顾的原则，在村庄发展水平提高和支持政策完善的过程中逐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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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村庄分化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大村庄分化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大

课题课题

村庄是中国经济社会的最基本功能单位，也是

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微观缩影。按照是否具

有行政功能，村庄可分为自然村和行政村，本文所指

的村庄为行政村。作为乡村的内涵核心及研究主

体，村庄在政治上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与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的基础单元；在经济上是农业生产、农民生

活、农村建设等乡村经济活动集聚的中心地；在文化

上是农耕文明的发源地和优秀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

载体。因此，村庄始终是国家“三农”政策的主要落

脚点，也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前沿阵地。要深刻把

握国情农情的阶段性特征及变化，逐步实现乡村全

面振兴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就必须充分重视村庄、

认识村庄、发展村庄，确保村庄的功能定位、发展态

势与国家战略要求相契合。

近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差距持续

缩小，但村庄分化现象日益凸显，已经成为不可忽视

的现实问题。在村民收入方面，2022年中国乡村振

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显示，最高的 10个村与最

低的10个村户均年收入之比高达16.1倍，人均可支

配收入之比高达10.3倍。在集体经济方面，北京市

村集体总资产的极差由 2014年的 24.7亿元快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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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至 2018年的 48.3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 18.3%。

与之相对，2019年全国仍有57.7%的集体经济组织

属于没有收益或收益低于 5万元的“空壳村”，其中

西部地区高达72.6%[1]。从全国范围来看，按337个
地级行政区和直辖市计算，202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变异系数为0.241，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变异系数高达0.322，反映出农村之间的发

展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上述数据初步表明，目前

中国村庄分化现象已经相对严重，对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带来了严峻挑战，破解村庄分

化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理论研究可以有效指导和服务于社会实践。然

而，当前有关村庄分化的研究十分薄弱，为有效应对

村庄分化现象所提供的启示尚不充分。一些学者观

察到了村庄分化的现象，但主要是在观点表述中来

反映自身的理解和认知。例如，赵德余认为，正如同

在个人收入和企业发展方面的分化一样，改革开放

以来的市场化也加剧了村庄的分化[2]。刘守英和龙

婷玉认为，中国村庄的基本特征是分化——少部分

村庄的活和大部分村庄的衰弱[3]。魏后凯认为，村庄

分化和层级固化已经对推进共同富裕带来严峻挑

战，村集体经济分化是村庄分化的基本表现形式[4]。

目前，村庄分化在现有文献中还是一个模糊且抽象

的概念，缺乏清晰、明确的概念界定与内涵解读。村

庄分化的现象、成因与破解路径等重要问题也有待

进一步探讨。

事实上，加强村庄分化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

论与实践价值。第一，应对村庄分化是中国发展步

入新的历史方位背景下应时而生的重要议题。1985
—2016年，中国行政村数量由94.1万个变为55.9万
个，共减少 40.5%。城镇化推进与农耕半径扩大是

其中的主因，二者分别体现了要素配置优化与生产

技术进步[5]。因此，在社会生产依然比较落后的时代

背景下，国家不可能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终

结乃至逆转村庄的分化。直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

报告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此时，

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的水平，社会生产

力明显提高，中国已初步具备应对村庄分化的经济

社会基础。新的历史方位也对加快解决乡村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提出更高要求。特别是 2020年以

来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和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进一

步凸显了村庄分化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加强村庄分

化研究的实践基础与价值需要逐渐达成统一。

第二，破解村庄分化的必要性源自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

裕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追寻的价值目

标。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

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6]习近平总书记也明

确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我国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

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

止两极分化。”[7]他还对共同富裕的内涵进行了系统

阐述，特别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

念，是对全社会而言的，不要分成城市一块、农村一

块，或者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各一块，各提各的指

标，要从全局上来看。”[8]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

须立足于全局、全社会的角度，着力消除包括村庄分

化在内的各类分化问题，最终实现“人”与“地”的共

同繁荣。村庄的自然演化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

村庄分化意味着中国村庄难以自然实现面向国家未

来发展的愿景目标，需要政府加强政策引导和干预，

有效破解村庄分化，进而消除其对推进共同富裕的

不利影响。

第三，破解村庄分化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和乡村

全面振兴的重点难点。与乡村发展的一般性问题不

同，要破解村庄分化存在着复杂的现实制约。例如，

村庄发展模式和功能定位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城镇

化趋势下村庄未来存续状态的不确定性，以及要素

流动背景下村庄发展资源的不充分性，等等。这些

特性共同决定了破解村庄分化面临着巨大挑战，需

要加大统筹力度着重解决。

加强村庄分化研究，首先应明确提出村庄分化

的定义，清晰阐释村庄分化的内涵。在《现代汉语词

典（第七版）》中，分化是指“性质相同的事物变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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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不同的事物”。据此农民分化被界定为，农民是否

变化为具有不同利益要求与地位特征的群体[9]。引

申至村庄层面，村庄分化的概念界说要更加复杂。

一方面，村庄始终是乡村的基础与核心。各地村庄

格局风貌是历史上顺应地理、气候、人文条件延续而

成的，所承载的制度、经济、文化等属性极为丰富，可

划分的类型与依据多样。另一方面，村庄并不具有

主体性与能动性，无法体现自身的利益要求，只能随

时间发展而自然演化，或者被动接受政策干预和建

设改造。因此，深刻理解村庄分化必须抽离当前各

地村庄的复杂表象。只有具备普遍解释力与高度凝

练性的村庄分化概念，才能深刻揭示村庄内在属性。

以现有相关文献为基础，本文认为，村庄分化是指村

庄发展差距过大，甚至差距加剧的趋势；其本质是当

前中国村庄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其内在表征是不

同村庄发展能力的显著差异，其外在表现主要是不

同村庄在集体经济、人均收入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

距，或呈现出明显的差距扩大态势。

关于村庄分化的内涵，有三点需要说明之处。

第一，村庄分化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而不是

村庄的差异化和特色化问题。共同富裕不是均等富

裕，而是一种合理的、有差别的富裕[10]，共同富裕并

不意味着城市、乡村和城乡居民的发展方式和水平

都要追求一致性的等同。在未来橄榄型社会格局

中，全体居民都将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但仍会因为

个人因素而存在一定合理的区别与差距。按照经济

发展规律和国家发展进程，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背景

下的中国村庄必然要实现全局全方位的高质量发

展，体现出资源高效配置、发展全面充分、功能兼具

多样化与差异化等特征。届时，虽然各村庄之间会

存在发展方式和水平的区别，但这种区别是由村庄

禀赋、区位、文化等因素所客观决定的，是一种村庄

发展差异化和特色化的体现，与当前村庄未能得到

全面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截然不同。第二，不

能将村庄分化与农民分化问题相混淆。早在 20世
纪初，列宁和恰亚诺夫就对农民阶级分化问题展开

了争鸣[11][12]。其核心在于，商品经济下俄国农民的分

化究竟是阶级分化还是仅与家庭生命周期对应的人

口抚养比变化。还有许多研究以村庄分化为主题，

关注了村庄内部农民之间在阶层、经济、社会关系等

方面的分化问题。但这类研究的主体都是农民而非

村庄，问题的根源在于治理与分配等社会因素。第

三，衡量村庄分化需要紧扣村庄发展能力与发展水

平这一主线，可通过较为直观的人均村集体资产总

（净）额、村户均年收入、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村级指

标的差距及差距变动趋势来加以衡量。无论是这些

指标间存在较大差距，还是呈现出了差距扩大的明

显态势，都可以认为是村庄分化的一种表现。

在厘清村庄分化概念的基础上，本文拟刻画当

前中国的村庄分化现象，剖析村庄分化现象的主要

成因，研判村庄分化的破解路径，以期为中国未来农

村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二二、、当前中国的村庄分化现象当前中国的村庄分化现象

根据2022年CRRS调查数据，本文从村庄人口、

集体经济、村民收入等角度，识别和构建了能够有效

衡量村庄发展的村级指标，刻画了中国村庄的发展

现状，较为直观地反映了当前中国的村庄分化现象，

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村庄人口呈现出“十村九空”特征，深度空

心村占比超四成

村庄分化现象首先可以从人口的角度来进行分

析。虽然人口数量不等同于村庄发展水平，但村庄

人口的结构和变动趋势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村庄

发展态势和差异。根据2022年CRRS调查数据，本

文分析了全国 10个省（自治区）、50个县（市、区）、

150个乡（镇）的 304个样本行政村的人口空心化与

实心化状况。参考已有研究[13]，本文将人口净流出

村视为空心村，人口空心化率定义为净流出人口占

本村户籍人口的比重；将人口净流入村视作实心村，

人口实心化率等于净流入人口占村常住人口的比

重。为了进一步区分空心村和实心村的内部差异，

本文根据村庄的人口空心化率和实心化率，将空心

村和实心村分为轻度、中度和深度三类。轻度空心

村的人口空心化率低于临界标准8%，中度空心村的

人口空心化率介于 8%和人口空心化率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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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之间，深度空心村的人口空心化率则高于平

均值。实心村以人口实心化率为依据的分类方法和

空心村相似，人口实心化率的平均值为25.5%。表1
汇报了各人口类型村庄的占比情况。

首先，在空心村和实心村的占比方面，空心村占

全部村庄的比例高达90.6%，实心村占比仅为9.4%，

空心村的数量是实心村数量的 9.6倍。2020年

CRRS调查中空心村占比也高达87.3%。因此，当前

中国村庄总体呈现出“十村九空”的特征，充分反映

出村庄强盛与衰弱并存的分化态势。其次，在空心

村和实心村的构成方面，空心村以深度和中度空心

村为主，轻度空心村的占比只有 5.7%，深度空心村

占全部村庄的比例则高达 46.1%。虽然CRRS调查

在每个乡镇仅随机抽取了两个村庄，但二者均为深

度空心村的比例达到了 29.1%。最后，在空心村和

实心村的分布方面，空心村普遍分布于全国四大区

域。虽然东部地区的空心村比例最低，但也同样高

达86.3%，且深度空心村占比达到了34.5%。村庄空

心化问题最为严重的是东北地区，全部样本村都属

于空心村。与空心村分布相比，实心村的分布较为

不均衡。东部地区的实心村数量较多，42.8%的实

心村分布在东部地区，特别是深度实心村占全部深

度实心村的比例高达75%。由此可见，在快速城镇

化背景下，不同村庄空心化和实心化程度的悬殊差

异充分显现了村庄分化问题的严峻性。

（二）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悬殊差距，尤其

是资产及收入差距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主

体。根据表 2所汇报的数据，2022年中国村庄平均

村集体资产总额已经突破1000万元，减去集体经济

组织负债后的村集体资产净额的均值高达862.4万
元，上一年度村集体经济收入的均值也达到了151.3
万元。然而，如果将视角由村庄整体转向村庄之间，

则会发现当前村集体经济发展差距极为悬殊，村集

体经济分化已成为村庄分化的基本表现形式。表2
中各项反映差距的统计指标清晰地刻画了这一

现象。

首先，村集体经济发展差的“经济薄弱村”占比

依然居高不下。在2022年CRRS调查中，集体资产

表表11 20222022年年CRRSCRRS调查中各人口类型村庄的占比情况调查中各人口类型村庄的占比情况

注：CRRS调查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位置以及农业发展情况等因素，分别从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随机

抽取所有省份数量的1/3，东部地区抽取了浙江、山东、广东3个省份，中部地区抽取安徽和河南2个省份，西部地区抽取贵

州、四川、陕西、宁夏4个省份，东北地区抽取的是黑龙江，共10个省份。

表表22 20222022年年CRRSCRRS调查中样本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调查中样本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

注：村集体资产净额等于村集体资产总额减去村集体资产负债；计算人均指标时采用的是户籍人口；分位距是指80%

与20%分位点的比值。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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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和集体资产净额不足 50万元的村庄占比分别

为 11.2%与 15.3%，村集体收入小于 5万元的“空壳

村”的比例高达22.1%。其次，统计指标充分表明村

集体经济发展差距极为悬殊。在集体经济资产方

面，根据表2所汇报的数据，2022年样本村集体资产

总额和集体资产净额的变异系数均超过了1.800，泰
尔指数接近 0.900，80%分位点与 20%分位点之比

（下文简称为分位距）分别高达12.471与13.295。实

际上，2022年全国 337个地级行政区和直辖市GDP
总量的分位距仅为5.027。在集体经济收入方面，上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之间的差距甚至要高于村集体资

产间的差距。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的变异系数为

3.504，泰尔指数为1.683，二者数值约为村集体资产

总额对应指标的1.9倍。这表明，虽然一些村庄由于

基础较好或政策扶持力度较大实现了村集体资产的

积累，但却缺乏有效利用资源的内在发展能力，导致

村集体经济收入间的差距要高于村集体资产的差

距。最后，人均层面的村集体经济分化问题更加严

峻。2022年人均村集体资产总额和净额的泰尔指

数均大于1，特别是分位距分别为14.348和17.735。
同时，上年人均村集体经济收入的中位数仅为 140
元，上年人均村集体经济收入的分位距高达17.128，
变异系数已经达到了4.197。与之对比，2022年全国

337个地级行政区和直辖市人均GDP的分位距仅为

2.23，变异系数只有0.522。这一数值差距更加直观

地反映了当前村庄分化态势的严峻性。

（三）村户均收入间的显著差距集中在经营性和

财产性收入两方面

根据2022年CRRS调查中3680个农户和12700

个农村居民的收入信息，在匹配和构建村庄户均年

收入的基础上，还依据收入来源计算了村户均农业

经营性净收入、村户均非农经营性净收入、村户均财

产性收入、村户均工资性收入和村户均转移性收入

进一步从村庄居民平均收入的角度刻画村庄分化现

象。根据表3汇报的数据，在304个样本村中，村户

均年收入的中位数为5.975万元，平均值为6.924万
元。村户均工资性收入的平均值为3.680万元，明显

高于其他来源的收入。村户均财产性收入的平均值

只有 0.36万元，不足村户均工资性收入平均值的

10%。虽然计算的是村庄层面的户均年收入指标，

但各收入来源的占比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比例较为接近，差距保持在合理的区间内。

总体来看，村户均年收入间的差距要低于村集

体经济之间的差距。在表 2的各项指标中，村集体

资产总额之间的差距最小。结合表 3的数据可见，

村户均年收入的分位距仅为村集体资产总额分位距

的20.3%，村户均年收入的泰尔指数、变异系数等指

标也远低于村集体资产总额的各项指标。究其原

因，村户均工资性收入和村户均转移性收入在稳定

村户均收入差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村户均工资

性收入和村户均转移性收入分别占各收入来源加总

值的 45.7%和 19.3%，合计 65%。虽然二者的数额

和占比居各收入来源的前两位，但村庄间差距却较

低，是各收入来源中变异系数小于0.8的指标。

需要注意到，村户均财产性收入和村户均经营

性收入之间都存在着悬殊差距，反映出当前村庄分

化问题的严峻性。一方面，村户均财产性收入、村户

均农业经营性净收入和村户均非农经营性净收入的

表表33 20222022年年CRRSCRRS调查中样本村户均年收入及各收入来源调查中样本村户均年收入及各收入来源

注：农村居民收入调查的是上一年度的数据。

单位单位//万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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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尔指数分别为 0.821、0.521、0.518，分别是村户均

转移性收入泰尔指数的3.71倍、2.36倍和2.34倍，表

明村财产性和经营性收入之间的差距相对更大。另

一方面，村户均农业经营性净收入和村户均非农经

营性净收入的分位距分别高达 13.110和 11.458，特
别是村户均财产性收入的分位距更是达到了

28.940，这一数值远高于村户均工资性收入和村户

均转移性收入的分位距。此外，村户均农业经营性

净收入和非农经营性净收入的中位数与均值之比分

别为 55.2%和 59.9%，而村户均财产性收入的中位

数仅为均值的 35.8%。这说明，多数村庄的各类资

源还未激活，资源变资本、资本变财富的渠道尚未

打通。

（四）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村庄的收入水平要明

显低于特色产业村

产业是村庄发展的基础，本文进一步从产业发

展的角度对村庄分化现象进行刻画和分析。根据

2022年CRRS调查中各样本村的产业发展信息，本

文将拥有政府扶持引导发展的特色产业的村庄定义

为特色产业村，并区分了特色产业的不同类型。同

时，将其余以第一产业为主要产业的村庄划分为粮

食种植村和经济作物村。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占总播种面积50%以上的为粮食种植村，经济作物

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50%以上的为经济作物村。

粮食种植村占全部村庄的比例最高，达到了64.8%。

表4汇报了2022年CRRS调查中不同产业类型村庄

的发展情况。

可以发现，以作物种植为主的村庄与特色产业

村之间的发展差距过大。具体表现在，种植粮食和

经济作物村庄的收入水平要明显低于特色产业村。

在集体经济收入方面，粮食种植村的上年人均村集

体经济收入只有0.046万元，而第三产业特色村的这

一指标高达0.293万元，是粮食种植村的6.4倍。同

时，在集体经济收入小于5万元的“空壳村”中，粮食

种植村的占比高达 70.6%，经济作物村的占比为

11.8%。在户均年收入方面，粮食种植村的村户均

年收入只有6.181万元，而第二产业特色村的村户均

年收入达到了8.193万元，第三产业特色村的村户均

年收入高达8.616万元。此外，虽然经济作物村的收

入水平相对高于粮食种植村，但与特色产业村之间

还存在直观差距。总体而言，这种不同产业类型村

庄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村庄分

化的严峻态势。

（五）功能定位不明确且发展能力较差的存续改

善类村庄占比过高

中国地域辽阔，村庄数量众多，各地村庄在资源

本底、发展形态、承载功能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

种大国特征决定了中国乡村振兴实践应根据村庄特

征因地制宜推进。从乡村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来

看，中国村庄将朝着符合功能定位、体现自身特色的

方向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将村庄

划分为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

撤并类四类，并提出了相应发展思路。各地在乡村

表表44 20222022年年CRRSCRRS调查中不同产业类型村庄的发展情况调查中不同产业类型村庄的发展情况

注：农村居民收入调查的是上一年度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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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规划实践中根据情况进行了有效探索，补充了

存续改善、固边兴边等类别，也有研究提出了不同的

分类方案[14]。根据村庄本底特征，结合规划实施和

各地乡村振兴实践，本文将样本村分为集聚提升类、

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和存续改善类。搬迁撤并、

固边兴边等其他类型村庄的占比过低，未在存续改

善类的基础上细分。城郊融合类包括城市近郊型村

庄、县城城关及乡镇驻地型村庄；特色保护类包括拥

有特色文化、民俗和自然风光等历史文化传承型和

自然生态保护型村庄；集聚提升类包括上述两类村

庄之外，人口规模较大、人口增长趋势明显、产业发

展有一定基础的中心村；其余村庄则均属于存续改

善类村庄。

表5显示上述四类村庄的占比和发展情况。在

村庄分布方面，当前中国三分之一以上的村庄都属

于功能定位不明确的存续改善类村庄，其占比达到

了 36.9%；集聚提升类村庄占比为 26.0%，接近全部

村庄的四分之一；特色保护类村庄占比约为全部村

庄的五分之一；城郊融合类村庄占比最低，且主要集

中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 24.1%的村庄属于城郊融

合类。在村庄发展方面，存续改善类村庄的发展能

力和发展水平要明显低于其他三类村庄，特别是明

显低于城郊融合类和特色保护类村庄。第一，存续

改善类村庄均属于空心村，且平均常住人口只有

596.4人。第二，存续改善类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均较低，上年人均村集体经济收入仅为特色保护类

村庄的 30.5%，集聚提升类村庄的 31.9%。第三，存

续改善类村庄基本没有培育出特色二、三产业，特色

产业村的占比仅为3.6%。第四，存续改善类村庄的

村民收入较低。就收入来源而言，城郊融合类村庄

的户均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最高，户均非农经

营性净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最高的是特色保护类村

庄，户均农业经营性净收入最高的是集聚提升类村

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三类村庄的功能定

位和发展方向比较明晰，未来数量和形态将相对

稳定。

总体而言，存续改善类村庄的功能定位不够明

确，发展能力较差，且当前占比过高。存续改善类村

庄占总村庄数的36.9%，拥有39.3%的总耕地面积，

却仅吸纳了 13.1%的总常住人口，只贡献了上年集

体经济收入总额的 13.2%。考虑到村庄自然发展、

城市扩张和人口迁移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有必要

结合乡村演变规律和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村庄布局，

明确村庄发展重点，合理配置和利用资源。否则，各

类村庄间的发展差距会进一步扩大，村庄分化现象

将更加明显。

表表55 20222022年年CRRSCRRS调查中四类村庄的发展情况调查中四类村庄的发展情况

注：表中村集体经济和村户均收入的各项数据，均为经过计算得出的村级层面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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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中国村庄分化的主要成因剖析中国村庄分化的主要成因剖析

村庄分化的实质是村庄发展不平衡问题。村庄

具有多元要素、多元主体、多元功能，其发展受到不

同经济社会因素的复合影响。本文从资源配置、政

策偏向、市场结构、城乡融合和基层创新等角度，剖

析了当前中国村庄分化现象的主要成因。

（一）村庄资源禀赋和配置能力间的显著差异

自然禀赋、历史文化等因素对村庄发展具有重

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村庄的发展方式和特

色上。例如，长期以来，北方村庄以旱作农业为主，

南方村庄以灌溉农业为主；华北村庄以聚居为主，人

口集聚规模较大，而西南地区的村庄则以散居为主，

呈小规模分散态势。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当

前难以仅通过土地、地势等因素直接判定村庄的兴

盛或衰弱。自然因素对当前村庄分化现象的解释能

力虽然存在，但较为有限。自然禀赋较差且无法满

足居民生产生活需求的村庄，通常需要通过搬迁撤

并等举措改善禀赋条件，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的良性

发展。其他村庄大都可以因地制宜地探索不同的发

展模式和特色，充分发挥其在文化旅游资源、地理区

位、耕地资源和产业基础等某一方面的比较优势。

村庄资源配置能力的差异同样是导致村庄分化

的重要因素，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村庄多元

主体是否合理选择了村庄资源配置的方向。实践

中，一些村庄没有从自身实际出发，不尊重村庄发展

规律，强行将资源配置于不合理的发展方向上，如盲

目开办产业和转换种养结构。这不仅造成了资金浪

费、生态破坏等严重后果，甚至可能引发“小村巨债”

问题，使村庄发展难以为继。其次，许多村庄在资源

配置方面还存在着体制机制障碍。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宅基地盘活利用、村集体资产成员股转让

和退出等问题就具有代表性。2022年CRRS调查数

据显示，24.3%的村庄尚未明确村集体成员可以退

出成员股，57.7%的村庄存在空闲废弃宅基地（地上

无房屋或房屋已倒塌的宅基地）。最后，当前村庄间

的资源配置效率还存在着很大差距。一方面，当前

许多村庄并未充分开发利用好自身资源。2022年

CRRS调查显示东部地区村庄平均耕地撂荒面积高

达 77亩，是中部地区村庄平均撂荒面积的 4.53倍，

西部地区的 1.88倍。虽然特色保护类村庄具有文

化、民俗、自然风光等独特资源，但尚未培育出特色

产业的村庄占比高达42.9%。一些村庄的集体经济

组织和新型经营主体等均存在“有名无实”的问题，

未能在推动村庄发展中起到应有的实质作用。另一

方面，一些村庄的内生发展动力不足，配置资源的效

率还比较低。根据2022年CRRS调查，存续改善类

村庄的上年人均集体经济收入仅相当于其人均集体

资产净额的11.9%，为四类村庄中最低。与之相对，

集聚提升类村庄的这一比值高达 32.9%，说明集聚

提升类村庄将资源转换为收入的能力要明显高于存

续改善类村庄。因此，即便一些村庄获得可观的政

府或社会资源支持来弥补发展劣势，但由于无法有

效配置资源，村庄分化现象依然难以得到有效缓解。

（二）政府资源易集中于强村的项目分配方式

来自政府层面的政策及财政支持对于村庄发展

有着极为重要且直接的影响，特别是考虑到村庄原

有的资源和经济总量。村庄能否获得政府资源和所

获资源的多寡无疑会影响村庄发展，甚至会加剧村

庄发展不平衡。分税制改革之后，随着财政收入占

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

比重的提高，各种财政资金开始以“专项”和“项目”

的方式向下分配，逐渐成为主要的财政支出手段[15]。

折晓叶和陈婴婴[16]将项目资源进村过程形象地比喻

为国家部门“发包”、地方政府“打包”和村庄“抓包”，

具体涉及国家、地方和基层的多重运作及博弈。项

目，一般可分为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普惠性项目

和此外资源分配较为灵活的特惠性项目，并且特惠

性项目的占比随着普惠性项目的铺开呈上升趋

势[17]。从实践来看，虽然项目制加大了民生工程和

公共服务的有效投入，但也造成了资源不断向强村

集中的问题。最终，“样板村”公共资源投入过度难

以复制，而真正应得到帮助的经济薄弱村难以得到

支持，进而引起和加剧村庄分化现象。

首先，受政绩驱动、应对考核、精英俘获等因素

的影响，地方政府往往会集中各类项目资源，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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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明星村”“样板村”。在2022年CRRS调查

中，获得产业相关扶持资金最高20%村庄的平均值

为1270万元，而最低20%村庄的平均值仅为16.7万
元，前者是后者的 76倍。其次，地方政府本着收益

最大化的原则，一般不太愿意合并事务申请综合项

目以一揽子解决问题，而更倾向于尽可能多地把握

项目机会，导致“大项目套小项目”和资金追加问题，

进一步导致项目集中和分布的不平等[18]。再次，部

分特惠性项目的扶持力度过高，不仅会造成维护困

难和资源浪费，也容易诱发基层治理风险。例如，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三通一入地”等项目所需资金

动辄上千万甚至数亿元。最后，特惠性项目往往存

在一定的基本门槛，也可能会引发债务风险和利益

矛盾。部分获得政府扶持项目能力弱的村庄会选择

主动退出竞争，“躲”项目而非“抓”项目。即使考虑

公平的竞争性原则，许多集体经济薄弱村、粮食主产

区村庄、老少边和欠发达地区村庄也往往难以胜出。

（三）三次产业之间的收益率差距还比较大

从严守 18亿亩耕地红线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角度，当前及未来中国始终会存在数量不菲的村

庄承担着重要的农业生产功能，在其他产业方面的

发展潜力有限，与特色产业类村庄的发展形成鲜明

对比。理论上，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与收入分配制

度的不断改进，三次产业之间、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

的收益率差距将逐渐缩小，甚至有所趋同。然而，当

前市场中还存在许多结构性矛盾，种粮收益率偏低，

三次产业之间的收益率差距较大仍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第一

产业就业比重为22.8%，增加值比重为7.1%，其比较

劳动生产率只有0.31，而第二、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

产率分别为 1.32和 1.14；三大主粮作物平均每亩净

利润仅有 75.14元，不到 2011年最高时的 30%。这

种收益率差距必然会导致不同产业类型村庄间的发

展不平衡。即使村庄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外部影响因

素都较为接近，但粮食种植村、经济作物村与特色产

业村之间仍会存在非常明显的收入差距，并且这种

差距可能由于不同产业的收益率差距而继续增大。

从实践来看，目前一些发展水平较高的典型村

庄大多属于特色产业村，而非耕地面积和质量较为

突出，承担着重要粮食生产功能的粮食种植村。当

然，小部分具备非农产业发展条件的粮食种植村和

经济作物村可以结合实际延长产业链条，推动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但让大多数甚至全部粮食种植村

都投身于非农产业发展赛道，是不现实且不科学的。

如果未能进一步健全利益补偿机制，切实提高农业

生产收益，那么村庄分化仍有加剧的风险。

（四）各地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差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快速城镇化进程。这种大规模快速城镇化对村庄发

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期，部分村庄因空间邻近

城市，较早受到了城市辐射带动的积极影响。部分

城中村、城郊村等也享受到了城市扩张和建设过程

中的土地红利。虽然在100%的土地出让成本价之

中，农民一般只得 5%—10%，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得

25%—30%，但是土地征收会使得土地资本增值几

倍甚至是几十倍，仍将带来一笔可观收益[19]。同时，

由于集聚经济效应以及产业更新和成本上升将导致

产业不断向周边逐级扩散的规律，城市周边村庄实

现资源变资产、资产变收入的可能性得到了明显提

高。2022年CRRS调查显示，城郊融合类村庄上年

户均财产性收入为0.48万元，较其他三类村庄的平

均值高出0.15万元。

很明显，城乡融合发展是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途径。通过推动城乡融合发

展，可以有效构建利益联结机制，使乡村地区分享更

加丰富的发展成果。实践经验表明，各地城乡融合

发展水平的差距将导致村庄间发展的不平衡，引起

甚至加剧村庄分化。一方面，部分地区长期秉持重

城轻乡的传统思维，城市和工业辐射带动农业农村

发展的能力较弱，乡村要素单向流向城市的被动局

面尚未根本扭转，导致村庄发展缺乏政策和资源支

持，且未与城市形成有效联结，陷入发展困境。另一

方面，一些地区较早地转换发展思维，以全域共兴和

全域治理的理念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探索建立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利益联结机制，赋予了乡村地

区更加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权利。浙江省早在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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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在全省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取得了显著成效。根据2022年CRRS调查，浙江省

村庄的上年人均集体经济收入和户均年收入均为

十省（自治区）最高，但其村庄分化程度较低，其村

户均年收入的变异系数为十省（自治区）最低

的0.47。
（五）许多村庄缺乏积极创新谋求发展的能力

无论在何种发展阶段，任何经济单位的发展都

会受到制度、政策、市场、资源等多种因素的约束，并

且这些约束会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动态变化。在

国家自上而下、覆盖全局的应对举措之外，发端于基

层的创新和实践同样发挥重要作用。基层创新和实

践能力较强的部分村庄既能够转变发展观念、创新

发展模式，消解现有框架下的发展束缚，提升村庄发

展质量，也能够培育或吸引一批带头人、企业家及乡

贤群体，充分发挥“能人效应”。与此同时，一些村庄

积极创新谋求发展的意识和能力较差，安于发展现

状，缺乏创新创业氛围，对一些典型模式的借鉴和执

行也流于表面。村庄间的发展能力差别将导致村庄

分化。例如，根据2022年CRRS调查数据，虽然95%
以上的样本村都实行了网格化管理政策，但多数村

民表示不知道这一政策的村庄占比高达61.6%。

事实上，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

改革，再到农村改革试验区和农村“三变”（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等，中国农村

的许多重大改革大都首先发端于基层创新，通过

先行探索、试点试验和经验总结，然后再在全国范

围内推广实施[20]。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有效的改革

举措都源自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或村庄。

“三变”改革的发源地贵州省六盘水市舍烹村，距

市政府 90公里，是典型的大山深处的贫困村。舍

烹村在 2012年未进行改革探索前的基础设施极其

落后，人均年收入仅有 700元。作为“村级事务积

分制管理”制度（积分制）的发源地，湖南省新化县

油溪桥村在 2008年实行“积分制”以前同样是资源

匮乏的贫困村，人均年收入不足 800元。以二者为

代表的许多村庄在创新实践中实现了由衰弱到强

盛的蜕变。

四四、、破解村庄分化的主要路径破解村庄分化的主要路径

破解村庄分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遵循

村庄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

进、统筹兼顾的原则，在村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和支

持政策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逐步实现。首先，尊重村

庄始终是乡村基础与核心的基本事实，明确村庄的

主体地位，提高村庄发展战略的统筹层次与政策针

对性。其次，把握当前多数村庄特色不鲜明、无法研

判未来存续状态的客观现状。再次，尊重村庄布局

和形态变化是长期过程的客观规律，科学谋划村庄

布局与分类标准，避免因村庄分类不合理甚至强行

分类而加剧村庄分化的现象重演。

（一）探索以强带弱发展模式，促进村庄联合

发展

当前，全国各地乡镇强村与弱村并存的现象越

发普遍，村庄分化的严峻态势日益凸显，充分表明各

自为战的单村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村庄数量减少，

数个村庄之间形成小规模集聚也是未来乡村发展的

客观趋势之一。因此，探索和推动“强村带弱村，先

富带后富”的村庄联合发展，既是当前形势所逼，也

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应有之义。

村庄联合发展是指不同行政村之间或行政村与

其他功能区和经济组织通过多形式、多方面的合作，

建立联合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的机制统称，其必要性

主要源自村庄分化和单个村庄配置资源的局限性。

村庄联合发展的实质是通过有效集中和整合乡村各

类资源，形成乡村发展合力，建立起共建共治共享的

乡村发展共同体或乡村振兴联合体，进而提高资源

配置效率，有效破解村庄分化，促进共同富裕。全国

各地已经初步探索了强村带弱村、联村党建、跨村整

合资源、村企共建联建等不同的联村发展模式，取得

了良好效果。譬如，浙江嘉兴等地把各村腾退的土

地指标统一归集后，在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等异地

入股产业项目，实行“飞地抱团”发展；北京市朝阳区

来广营乡由乡农工商公司、一个强村和四个弱村分

别按照30%、30%和40%（四个村加总）比例，组建联

营公司建设和运营产业项目，各村按股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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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推动村庄联合发展，进而破解村庄分化，

需要重点关注以下方面。首先，征集、总结和提炼联

村发展典型案例的经验，以便于其他地区学习、借鉴

和推广。其次，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制定推动联村发

展的意见，明确推动联村发展的意义、要求和重点任

务，推动联村发展模式的制度化、体系化、规范化和

组织化，不断完善联村发展的规范流程、利益分配、

制度安排和相关支持政策，避免因实施不当而损害

村庄和农民的利益。再次，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率先

开展试点示范，形成实施跨村联营、乡镇统筹的有效

路径和配套政策，发挥其引领带动作用。最后，要充

分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动性，支持各地集体经济组织

结合自身实际，因地制宜探索不同发展模式。一是

鼓励各级村集体经济组织采取联建联营和股份合作

的方式，整合、盘活集体资源资产，联合发展产业项

目，实行按股分红；二是鼓励先发展起来的经济强村

与周边基础较差的薄弱村整合资源、共建项目、联合

发展，探索“先富带后富、强村带弱村”发展路径；三

是鼓励各级村集体经济组织就“飞地抱团”“联村党

建”“对口帮扶”等模式展开积极探索。

（二）完善各类资源进村方式，加大政府支持

力度

村庄的充分发展和全域整治都无法脱离中央与

地方政府的公共资源支持。破解村庄分化需要进一

步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优化当前政府资源易集中于

强村的项目分配方式，确保政府支持落到实处。首

先，进一步完善政府项目资源的分配方式。政府资

源不仅要“扶强”，更要注重“扶弱”，为经济发展较差

的薄弱村“雪中送炭”。既要在早期充分发挥“样板

村”模范带动作用，也要着重加大对“样板村”和“示

范村”以外村庄的政策资源投入力度，特别是加大对

集体经济薄弱村、粮食种植村、拥有特色资源的空心

村、老少边和欠发达地区村庄的支持力度。此外，要

降低竞争性项目的比重，确保示范性项目和一般性

项目间的资源投入差距保持在适度范围内。对基层

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需要更加关注村庄发展的中位

和低位水平。其次，进一步完善政府资源进村的顶

层设计。要以村庄的未来常住人口为依据，科学制

定政府资源的分配办法，避免政府资源浪费。同时，

要以农民的实际需求为参考，并赋予乡镇政府和村

级组织一定的自主性，确保进村资源能够真正满足

和符合农民的切实需要。最后，进一步优化政策资

源进村流程，强化全过程监管。要不断优化政策资

源进村的审批、实施和验收流程，强化项目的监督管

理，确保政府资源有效进村落地，避免因项目实施不

力导致后续追加、嵌套而挤占有限的资源。具体而

言，应完善县级层面的项目监督体系和违规处罚机

制，加强有关招投标和验收信息的公开和监督，严格

项目的验收程序，重视并发掘基层群众的监督力量。

（三）强化村庄资源配置能力，激发内生发展

动力

需要认识到，仅依靠政府外在的资源输入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村庄分化问题，破解村庄分化必须增

强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有必要推动村庄的

多元主体真正发挥出应有作用，不断缩小不同村庄

在资源配置能力方面的显著差距，确保各类村庄资

源得到充分高效的开发与利用。首先，着力推动乡

村组织振兴。在积极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认

真贯彻实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

建设，培养优秀的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切实增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活力和联农带农能力。其次，着

力促进小农转型升级。努力提高农户科学文化素养

和现代化意识，改善农户的生产经营环境，提升农户

生产经营的综合能力，加快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

发展多元衔接，激发小农户在农业生产经营和参与

村庄发展等方面的活力。再次，着力壮大新型经营

主体。进一步完善培育和壮大家庭农场、农民合作

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支持政

策，加大对新型经营主体补贴的倾斜力度，规范新型

经营主体发展秩序，提高新型经营主体的能力和素

质，激发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的能动性。然后，搭建人

才下乡机制，优化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环境，吸引更多

优秀人才参与村庄发展，补充乡村人力资源，充分发

挥“能人效应”。最后，着重挖掘村庄内在价值。以

加强村庄传统文化、自然生态和特色资源的保护力

度为基础，鼓励村庄的多元主体合理利用资源，深挖

101



乡土文化和特色资源所蕴含的当代价值，以此赋能

村庄发展。

（四）建立联农带村发展机制，推动城乡融合

发展

破解村庄分化需要建立健全城镇联农带村的发

展机制，进一步提高各地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推动更

多村庄广泛参与城乡融合发展进程，改变各地村庄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局面。第一，增强城镇辐射带

动乡村发展的能力。进一步优化城乡发展规划布

局，促进城乡之间的产业分工和融合，加快形成上下

游合理分工、结构有序的产业链，探索建立以工促

农、以城带乡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城市与乡镇、村

庄联合联动发展，充分发挥城镇集聚功能，扩大辐射

带动村庄发展的范围。第二，进一步促进城乡要素

双向流动。加快推动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特别

是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促进城乡要素双向自

由流动和平等交换，全面打通村庄资源变资产的渠

道，盘活村庄“沉睡资源”，为村庄发展提供更多要素

支持。第三，培育乡村产业融合新业态。引导和鼓

励国有企业、龙头企业、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发挥资

金、技术、人才和品牌优势，采取多种形式参与村庄

发展，全方位开展与农村集体经济的深度合作，探索

符合各地实际的产业融合新业态。第四，补齐村庄

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村庄延

伸，加强联结城乡的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重要农产

品仓储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村庄发展提供

基础保障。第五，推动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进一

步打通农业与工业、村庄与城镇连接的关键节点，着

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壮大

县域经济，提高县城和乡镇统筹协调村庄发展的能

力，增强县域综合承载能力和综合服务功能，促进城

乡人口流动和村庄布局优化。总之，只有进一步缩

小各地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差距，真正形成共建共

享共荣的城乡发展共同体，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村庄

的协调充分发展，有效破解村庄分化问题。

（五）提高粮食种植村庄收益，鼓励基层积极

创新

推动粮食种植村、经济作物村与特色产业村

协调发展，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大农业观，以提高农

业发展水平和竞争力为核心，尽快将农业建成现

代化大产业，并不断强化政策支农水平，切实提高

种植类村庄，特别是粮食种植村的收益。首先，进

一步提升粮食种植村和经济作物村的农业规模

化、机械化等现代化水平。鼓励土地流转与合作

化经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形成农业生

产的规模效应，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加大对

种业、农机装备、智慧农业等重点领域的资金投入

和扶持力度，强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及队伍建设，

扩大优质种子和农业技术的应用范围，助力种植

类村庄实现农业提质增效。其次，积极推进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充分挖掘农业的多功能价值，

促进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加工、农村电商、乡村旅游

等融合创新发展，不断拓展及延伸农业产业链条，

推动产业融合升级。再次，着力推进地标农产品

建设，做好“土特产”文章。进一步强化地标农产

品的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强化地标农产品品牌

建设，推动地标农产品数字化转型，增强农村居民

在产业链中的议价能力，有效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通过地标农产品的妥善发展带动区域内产村融合

和协同发展，为域内村庄提供覆盖性更强、参与机

会更平等的发展可能。最后，完善粮食生产利益

补偿体系，各地区应因地制宜，着重加大对产粮大

县及粮食产量较高的乡镇的转移支付力度。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改革历程充

分说明了创新在解决乡村发展问题中的重要作

用。破解村庄分化还需要鼓励村庄因地制宜创新

发展。第一，为基层政府提供更为宽松的空间和

自主权，强化基层干部的创新动力与创新能力，鼓

励基层在坚守底线思维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创新

和实践。第二，加大对可复制村庄发展模式的推

广力度，鼓励各地村镇结合自身实际借鉴适宜的

村庄发展经验。第三，支持和鼓励基层政府以乡

镇和村庄为单位，在承包地和宅基地“三权分置”

有效实现形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市场主

体与先进要素进村、乡村治理体系转型升级等方

面展开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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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uses and Solutions of Village Differentiation in China

Wei Houkai, Wu Guanghao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henomenon of village differentiation in Chin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hich has

brought severe challenges to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The essence

of the trend of excessively large or even aggravated gap in village development is that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in China

is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the 2022 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prehensive Survey, the current

phenomenon of village differentiation in China can be summarized into five aspects: the village population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ine villages out of ten are deserted"; there is a huge dispar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the income gap of operating income and property income of per household from different villages is obvious; the income level of

villages growing food and cash crops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villages with special industries; the proportion of survival

and improvement villages with unclear functional orientation and poor development ability is too high. The main causes of the

phenomenon of village differentiation ar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village resource endowment and allocation capabilities, the

project allocation mode in which government resources are easy to concentrate in strong villages, the large gap in the rate of return

between the three industries, th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various regions, and the

lack of awareness of active innovation in some villages. Crack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villages will be a long-term proces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adap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gradual and overall planning, and gradually realize it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the level of village development and improving policy support.

Keywords: Village Differentiation, Village Development,Rural Modernization,Rural Revital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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